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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清末民初教育史专题

现代国音的发端
与清末学堂的官音传习＊

黄晓蕾

【摘　　要】清末十余年，在富强国家、启发民智、挽救民族危机的社会思潮中，官
音、合声识字和官话字母 （简字）逐渐被纳入新式学堂教育，现代国音由地方的、民间的
语音开始向国家的、官方的语音拓展提升，在初步建立的现代学校教育中萌芽，并自此开
启了学校教育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基地的世纪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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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近代中国语文运动及其国家认同研究”（１７ＢＹＹ０７８）的阶段性成果。

①　文中的 “现代国音”为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官话音、老 （新）国音和现代汉语标准音的统称，是当代中国国家通

用语言语音的前身；“清末学堂”指１９０４年清政府学制改革之后的各类新式学堂。

②　钱玄同：《论注音字母》，《新青年》１９１８年第４卷第１号第１３～２１页、第３号第６０～６５页；钱玄同：《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

《国语月刊》１９２２年第１卷第１期第１～７页，第２期第１～４页，第３期第１～４页，第４期第１～７页；黎锦熙：《国语运动史

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黎锦熙：《注音汉字》，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黎锦熙： 《国语新文字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

１９５１年版。

③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汉族的共同语和标准音》，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

④　王照、卢戆章、蔡锡勇等：《拼音文字史料丛书》，文字改革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１９５７年版、１９５８年版、１９５９年版、１９６０年版。

清末十余年，古今交替日剧，中西交通渐深，传统中国不得不在旧时代的余音中吹起新世界的
号角，以普及教育、语言统一为目的的语文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在民间酝酿多时的
新式识字课本、切音字等语言事件，在清政府的教育改革中开始寻求国家层面、官方性质的提升与
拓展，传统汉语的蓝青官音以新式学堂教育为基础和阵地，开始了向现代国音转变的历史。①

学界关于现代国音的研究始于民国时期，国语运动的倡导者钱玄同、黎锦熙等开创了现代国音
研究的历史语言分析和语言政策文献整理的先河。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延续民国时期研究的基础上，
《中国语文》杂志社系列研究强调在历史语音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现代国音的标准音地位，③文字改革出
版社系列研究则侧重明清以来现代汉语拼音化资料的搜集整理。④２０世纪后期，现代国音的研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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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改革文献分析①和现代语言规划研究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宏观社会语言学的框架下重新进行分
析和讨论，现代国音的交叉学科倾向开始出现。２１世纪以来，现代国音研究在语言学研究进一步深
入的同时，交叉学科研究的倾向进一步凸显。一方面，语言学者延续２０世纪末近现代汉语标准音历
史源流分析的热潮，出现了一批官音、国音历史源流的研究文献以及明清官音语音系统的相关争
论；③ 另一方面，部分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将现代国音、国语的确立与现代国家的建立和认同相联
系，强调现代国音语言学研究之外的政治学意义。④

笔者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分析清末学堂官音教学的相关文献，试图以现代学校教育的建
立为逻辑起点，将现代国音置于清末学堂官音教学这一中国现代教育建立时期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中
进行考察和分析，将语言学分析和现代语文教育研究相结合，从教学语音、教科书和培训途径三个
方面揭示现代国音与清末学堂官音乃至现代教育制度之间的共生性，以期为２１世纪以来语言学与其
他学科尤其是与现代教育制度之间的交叉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一、官音作为清末各类学堂教学语音的政府规定

自元代定都大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发展，不同语言、方言交汇使用，一种以北方官话
为基础的通用语言在中国北方地区开始出现。其后明清相继，伴随市民生活的繁荣、白话小说的兴
起以及民众识字率的提高等一系列近代社会的社会文化变迁，在政治优势、市民社会、文学传统和
识字教育等多重背景下，北方官话日渐发展，逐渐成为近代中国使用范围和使用人口均占优势地位
的重要交际语言。然而，作为口头交际语言产生和发展的北方官话，在明清近６００年的发展过程中
并没有明确、统一的语音标准，各地的官话音或受各自方言音影响，或以当地读书音为参照，“蓝青
官话”即是该种口头交际语言的传统称谓。至清末，伴随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历经数百年帝国都
城积累的北京音在北方官话中优势地位日益突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庚子国
难之后，新式学堂成为清政府教育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１９０１年，清政府下诏改书院为学堂。１９０２
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奉命裁定大中学堂章程，任命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赴日本考察学制，

同年 《钦定学堂章程》奏准颁布。１９０４年，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在 《钦定学堂章程》《筹定学堂规
模次第兴办折》的基础上拟定 《奏定学堂章程》，上奏获准 “著即次第推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
汝纶将日本的 “国语教育”观念引入清末的中国社会，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 “京城声口”“可使天下
语音一律”的现代国音主张，⑤ 直接影响了 《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的官音条款的制定。

（一）《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类学堂授课以官音讲解

１９０４年，清政府颁布 《奏定学堂章程》。这是 “癸卯学制”的鸿篇巨制和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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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费锦昌主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 （１８９２—１９９５）》，语文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张玉来：《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构成特点及其发展》，《古汉语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２４～３０页；黎新第：《明清官话语音及其基
础方音的定性与检测》，《语言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５１～５９页；叶宝奎：《民初国音的回顾与反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４４～５０页。

罗志田：《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第５７～７４、１９０页；李宇明：《清末文
字改革家论语言统一》，《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１～１１页；于锦恩：《民国时期官方确定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历
史回顾与思考》，《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１８～１２２页；袁先欣：《语音、国语与民族主义：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
论争谈起》，《文学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１３６～１４２页；王东杰：《“声入心通”：清末切音字运动和 “国语统一”思潮的纠
结》，《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８２～１０６页；崔明海：《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界关于汉字拼音化的思想争论》，《人文杂
志》２０２０年第７期，第４５～５６页。

吴汝纶：《上张管学书》，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２９页。



的早期重要文件，其中 《学务纲要》的 “各学堂皆学官音”条款文字精简，内容丰富，囊括了新式
学堂以官话作为教学语言的重要意义、实现手段、课程设置、使用教材和语音规范等多项内容：
（１）提出言语一致的重要意义和实现手段，即一个国家只有言语一致才能国情融洽，而小学堂学习
字母拼音是言语一致的基础，“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教字母拼
音始”；（２）认为中国方音分歧所以彼此不能通话，阻碍社会生活，“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
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３）规定用 “官音”为标准音统一中国语言，并要求自师范至高
等小学堂均在 “中国文”科目中加入 “官话”的教学内容，“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
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４）指定各类学堂教习官话以 《圣谕广训直解》
为教材，“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应用 《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５）规定各类学堂以官音为教
学语音，语音规范参照北京口音，“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虽不能遽如生长京
师者之圆熟，但必须读字清真，音韵朗畅”。① 《学务纲要》的 “各学堂皆学官音”条款，让 “言语一
致”“字母拼音”“官音”“中国文”“官话”等现代国音的基本概念进入清末学堂教育，不再局限于
民间口语和通俗教育的领域，现代国音在各类新式学堂的官音教习中开始萌芽。

１９０６年，清政府学部开始议及各省学堂添设国语科，并要求以熟悉官话为标准，官话音在清末
学堂拟行的国语教育中正式成为现代国音的最强备选。② １９０９年，清政府立宪在即，学部上 《奏分
年筹备事宜折》，③ 又上 《奏酌量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办法折》，④ 在统一语言之外同时提出 “普及普
通教育”的主张，将官话传习作为学堂语文教育的基本科目加以考量，官话传习开始与简易识字、
经学等科目同时成为清末学堂国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官话传习在清末国文教育中的学科地位逐渐提
高、教学空间逐渐拓展，现代国音在教育领域的声望和地位逐渐提升。虽然伴随王朝的迅速覆亡，
清政府的国语教育只是初露端倪即为继之而来的民国国语教育所替代，但是以官话音为标准语音的
清末国语教育核心思想却为民国时期的国语教育所继承，并在此后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中得到了发
展。官音传习与简易识字、读经讲经等科目同时成为民国初期小学堂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现代国
音自此开启了以现代学校教育为基地产生、发展和确立的历史进程。

（二）官话识字教科书的出现
传统的蒙学识字多由散落民间的私塾家学完成，带有很强的私人性和地域性，在语音层面尤其

缺乏统一的标准。清末十余年，在普及教育、学制改革的浪潮之下，原本处于传统经学教育边缘的蒙学
识字开始被纳入现代语文教育的体系，并逐渐被赋予现代意义的教学标准和语音规范，新名词、白话
体、官话音和拼音识字等现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领域内的基本内容开始在清末学堂教科书中陆续出现。

１９０２年，清政府颁布 《钦定蒙学堂章程》，规定儿童７岁入蒙学堂，学制４年，科目为字课⑤、习字和
读经。１９０３年，清政府旋又颁布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儿童７岁入初等小学堂，学制５年，
科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⑥、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和体操。１９０４年和１９０５年之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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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件：学务纲要 （续第七册）》，《四川官报》１９０４年第８期，第５２～６１页。
《学部议令各省学堂添设国语科 （录北京日报）》，《直隶教育杂志》１９０６年第５期，第１页。
《奏分年筹备事宜折》，《直隶教育官报》１９０９年第６期，第８～１５页。
《奏酌量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办法折》，《直隶教育官报》１９０９年第７期，第１２～１６页。
《钦定蒙学堂章程》“字课”科目分年授课内容：第一年，实字，凡天地人物诸类实字皆绘图加注指示之；第二年，静字、动字，

兼教以动静字加于实字之上之方法；第三年，虚字；第四年，积字成句法。参见 《蒙学堂章程》，《政艺通报》１９０２年第１６期，

第３９～４４页。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国文字”科目要旨：“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以为听讲能领悟、读书能自
解之助，并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及日用简短书信，以开他日自己作文之先路，供谋生应世之要需。”参见舒新城编：《奏定初等小
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１５页。



政府逐年审定并编写新学制教科书，《初等小学堂用书·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① 《初等小学用最新国
文教科书》② 等新式教科书终于踏着新时代的鼓点进入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大门。

《初等小学堂用书·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由会文学社１９０６年于上海出版，时值清廷学部 “癸
卯学制”公布两年之后，得新学制风气之先，不仅将教材冠以 “教科书”之名，同时将官话明确置
于初等小学堂国文科教学之中，对后世影响颇深。１９１６年，该书更名为 《国民字课图说》重新出版。

该书采用白话解说，依据官话音用直音法或反切法注音。如 “沙”字，注为 “音纱”， “漠”字，注
为 “末各切，音莫”，在大字之下附一段白话文字。与同一时期采用浅近文言、依据字典注音的识字
课本相比，《初等小学堂用书·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采用白话解说，依据官音注音，将平民课本的
部分识字模式移植于初等小学堂国文科教材，可谓得风气之先的大胆改革，在清末众多蒙学课本中
为先锋之作。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编辑者强调教师依据课本即可纯用官话进行讲解，为尚待
传播的官音在南北地方的进一步传习提供了重要的教学手段。③

二、合声识字成为国语教育辅助手段的正式提出

清末十余年，日本现代学制影响清政府教育改革颇深，其中日本国语读本中假名注音汉字的语
文教学模式尤其刺激了急于普及教育、提高识字率的中国文化精英和教育领袖。与此同时，中国民
间用字母拼切当地方音的切音字运动于南北地方已酝酿了将近２０年，至２０世纪初，以直隶等地的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和江宁等地的劳乃宣合声简字为影响最著。来自日本的国语教育观念与南北地方
的切音字运动相碰撞，直接催生了清末基于合声识字④的国语教育观念和思想，官话字母 （省笔字）、

合声简字 （拼音字）成为辅助识字的重要教学手段。官音以此为形式和媒介逐渐深入中国的现代语
文教育，口语的、地方的官音以学校语文教育为起点，开始了向书面语的、全国的现代国音迈进的
历史进程。

（一）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与吴汝纶的国语教育观念

１９００年至１９０３年，直隶宁河人王照创制 “音母五十”“喉音十二”“上平、下平、上、去”的官
话合声字母，利用两拼法拼切白话京音。⑤ 王照以为 “言文合一、字母简便”是各国政教兴盛的 “至
要之原”，因此用一套简易字母给一种 “公用之话”注音成为其识字课本的基本内容。王照的官话字
母系列课本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传统蒙学识字教材中的汉字内容，将围绕汉字教学的反切注音和意
义解说基本排除在课本之外，以简易字母注音 “公用之话”作为课本的主要内容，成为清末切音字
运动中新式平民识字课本的重要代表。王照认为传统的反切法方法过于繁杂，新兴的西文、日文字
母相对于官话来说则语音不全，因此自创了一套汉字偏旁形式并使用两拼法拼切京音的官话字母方
案，将当时通行的一些白话教材逐一标注，用来教习平民妇孺。⑥ 王照自称其官话合声字母 “仿于国
书合声之法”，“基于北人俗话”，实则是传统反切法和新兴东西文字母在清末切音字运动中的碰撞和
再生，反映了现代国音在清末民间语文生活中最直接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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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寿潜庐编辑，蔡元培、寿孝天参阅：《初等小学堂用书·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会文学社 （上海）光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年）六
月初版。

蒋维乔、庄俞：《初等小学用最新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年二月初版。

寿潜庐编辑，蔡元培、寿孝天参阅：《初等小学堂用书·最新官话识字教科书》第１册，“寿孝天序”“编辑大意”。

合声识字即拼音识字：“日本省笔字名曰片假名、平假名，朝鲜省笔字名曰谚文，中国此种省笔字亦应定一名称以便于用。原书
（《官话合声字母》）中或称官话字母，或称合声字母、拼音字母，又质言之曰省笔字。案字母之称不能赅括韵与声，合声即拼
音，而合声二字出于国书及 《音韵阐微》，尤为典要。”劳乃宣：《简字谱录》，文字改革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９页。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９、１９～２０页。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第１～８页。



帝国时代的主流教育是以经学为主体、以科举为导向的精英教育，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作为一
种以普及教育为目的、流通于民间的平民识字课本，即使在 “癸卯学制”的改革风潮中亦很难获得
清廷学部的认可。礼失而求诸野，关注社会底层教育、接受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些当世大儒、地方大
员，先于清廷官方意识到官话合声字母对于现代国语教育的重要意义，于清廷将倾之际将民间官话
合声字母与现代国语教育思想相结合，催生了合声识字作为国语教育辅助手段的第一波浪潮。１９０２
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著 《东游丛录》一书，对清
政府１９０４年前后的学制改革产生了直接影响。该书在介绍日本普通教育的同时，将 “国语教育”
“国语读本”“省笔字”等概念推向国内教育界和知识界。吴汝纶认为 “一国之民”最重要的是语言
相通，因此日本学校设国语科，采用国语读本、省笔字。吴汝纶在与日本教育家的往来信函以及上
管学大臣书中均提及王照的省笔字 （官话合声字母），认为该种省笔字如同日本假名，简单易学，而
且语音完全是北京口音，可以统一语言。① １９０３年，直隶大学堂学生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恳请 “颁
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认为 “以语言代文字，以字母记语言”的多数人
教育是当今开放民智的首要任务，提出专以京音为主的官话合声字母是当前识字教育的首选工具。同一
时期的民间白话报刊则更加明确地讨论国语教育的定义和目的，指出国语教育与经学教育的矛盾。②

（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与江谦的国语教育思想

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浙江桐乡人劳乃宣在官话合声字母的基础上增加 “音母” “喉音”若干，编订
“宁音谱”“吴音谱”“闽广音谱”，用以拼切江苏、安徽、浙江、广东等地的方音，并更名为 “合声
简字”。③ 王照 “我手写我口”的官话合声字母用自创字母直接拼切北地方音，且该种方音恰好是国
音的最有力备选，因此官话合声字母基本不需要面对方音与国音不一致的问题。而且王照强调官话合声
字母只用于失学的平民妇孺，因此官话合声字母与汉字的关系也不需要特别提及。劳乃宣的合声简字则
不然，他采用官话合声字母拼切南方诸省的方音，又试图将合声简字推向小学堂的国文教学，因此合声
简字需要处理方音与国音、拼音方案与汉字这两对现代国音发端时期的基本矛盾。首先，劳乃宣的合声
简字在承认官音国语地位的前提下强调方音学习对于普及教育的现实意义，确立了先习方音、后学官
（国）音的顺序。劳乃宣认为，由于南北方音存在明显差异，南方诸省的国语教育第一步是识字教育，
即利用合声简字学习方音，第二步是语言划一，即利用合声简字学习官音，因此南人要经历由方音到官
音、由文字简易到语言划一的 “两级阶墄”“两次办法”。④ 其次，劳乃宣的合声简字在承认古学汉字
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强调字母拼音的简单易学和辅助功能，明确了汉字与拼音的正辅关系。劳乃宣认
为合声简字是反切三十六字母的简易版，合声简字不是 “湮没”而是 “昌明”古学汉字。⑤

将 “合声简字”与 “国语”相结合，进一步深化基于合声识字的 “国语教育”观念的是近代教
育家江谦。１９１０年，江谦在 《小学教育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 “合声简字国语”的概念，认为 “初
等小学前三年”教学 “合声简字国语”是普及教育的必由之路，并从拼音方式、使用领域、社会声
望和发展前景四个层面对 “国语教育”进行了明确的界定。⑥ 同年，江谦联合清政府资政院３２位议
员共同签署 《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该说帖进一步提出 “语体”“标准语”“国语辞典”
“国语编查委员会”等国语相关问题，再次强调合声简字拼合国语的必要性，同时明确京音标准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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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汝纶：《上张管学书》，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２９页。

如 《国语教育》一文认为国语教育是在蒙小学堂里 “教本国的话”“用本国通用的俗话编成课本”，认为有了国语教育 “全国人
才能够说一样的话”。《国语教育》，《安徽俗话报》１９０４年第３期，第１９～２０页。

劳乃宣：《简字谱录》，第１～２、６７～６９页。

劳乃宣：《简字谱录》，第１～２页。

劳乃宣：《简字谱录》，第２０９～２１４页。

江谦：《小学教育改良刍议》，《广益丛报》１９１０年第２５４期，第１～２页，及第２５５期，第１～３页。



语称谓，以修正此前京音、方音并存的语言观念，并正式提出用 “国语”替代 “官话”以普及教育、
统一语言的思想。① 《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在江谦的国语教育思想乃至清末国语概念中具
有标志性意义。１９１１年，江谦发表 《敬告讨论国语教育诸君》一文，将 “简字国语”改为 “拼音字国
语”，明确界定 “拼音字”与 “国文” “汉字”的不同语言功能、各自的使用空间以及拼音字国语的
定义。②

三、直隶、江宁等地官话字母 （简字）学堂的兴办

清末十余年，中央政府虽日渐提倡官音并最终议及国语，但对于流通民间以官话字母 （合声简
字）为代表的各种切音字方案始终持不奏不议的态度，从卢戆章的切音新字至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
再至劳乃宣合声简字，无不如此。相对清廷对于切音字方案的搁置和鄙薄，南北地方政府对于官话
字母 （合声简字）的态度反而更为务实和积极，各地封疆大吏兴办的官话字母 （简字）学堂为现代
国音提供了最初的师资力量和传播途径。

（一）直隶等地的官话字母学堂
王照创立官话合声字母后，在直隶等地出版读物，创办义塾，教习平民妇孺，因此官音传习在

当地有较好的社会基础，民间呼声尤高。１９０３年，直隶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王用舟等上书直隶总督
袁世凯，“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经直隶学校司具袁世凯批饬，
保定蒙养、半日各学堂并驻保定各军营试办。③ １９０４年，直隶学务处复文丰润县廪生王金绶等，认
为 “官话字母拼音虽仅为下等人急就之法，而用意亦隐暗合，且能解此法于习官话者尤为捷便，吴
京卿所谓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亦非虚语也”，“官话字母关系紧要请实力推行勿任
延宕”，故令 “各蒙学试习，以期逐渐推广”。④ １９０５年，大名县严以盛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请通
饬各属设立官话拼音学堂”，提出 “拼音学堂之设，经费无多，开化最易，北京、保定、天津等处均
已盛行，可否通饬各属，一律照办”，⑤ 后直隶学务处奉批通饬各属遵照办理。同年，京师大学堂肄
业生何师富、省城武备学堂肄业生桂成、省城师范学堂肄业生李志侗等暑期回籍，于沧州高等小学
堂以１０日为期招学生数班课授字母。⑥ 此时，直隶等地的官话字母传习已由王照个人的民间传习逐
渐扩展为政府督办的官方传习，并向北方其他省份输出师资，“所以省城里官话字母学堂近来开得很
多，有半月学成的，有十天学成的，前几时有两位半月学成的学生被人请到济南府去做教习”。⑦

１９０６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札饬提学司，认为 “天津近畿巨埠，易于学习京音，亟宜仿照设立简字学
堂，俾辗转传习”，要求 “提学司转饬学务总董林绅兆翰、卞绅禹昌妥议筹办，其师范暨小学堂应如
何附入课程，一律学习，由该司通饬遵行”。⑧

（二）江宁等地的简字学堂

１９０５年之后，由于等韵大家劳乃宣的提倡和地方大员周馥、端方等的支持，江宁等地的官音传
习一改直隶等地由民间至官府的轨迹而直接进入文人倡导、官方承办的模式。同时，由于清政府学
制改革的颁行，北地所谓 “官音传习”的提法逐渐为南方的 “国语科教习”替代。１９０５年，在劳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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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江谦：《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１１６～１１８页。

江谦：《敬告讨论国语教育诸君》，《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１９１１年第１期，第２８～３１页。

何凤华、王用舟、刘奇峰等：《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学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第７９～９２页。
《直隶学务处复文》，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第６５～７１页。
《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４５页。
《沧州高等小学堂内教授官话字母现已毕业请批示立案禀并批》，《教育杂志》（天津）１９０５年第１３期，第１４～１５页。
《官话字母盛行》，《直隶白话报》１９０５年第１卷第１期，第１页。
《直隶总督袁世凯札饬提学司文》，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５９～６０页。



宣的主持下，两江总督周馥在南京开办简字半日学堂，采用合声简字，先教宁音 （南京音）、后学京
音 （北京音），教授 “国文已达之人”，培养传习合声简字的师资；后又于扬州等地陆续开办，“建德
周尚书秉节两江，深维民族合一之理、国群进步之方，乃延聘劳慰初主政、程鼎臣大令，更复礼罗
北京石吉云上舍，岁掷数千金之巨款，于江宁省垣毗卢古寺，创设简字半日学堂”。① １９０８年，两江
总督端方在南京开办江宁简字学堂高等小学，将简字学堂与高等小学同设一地。由于劳乃宣的合声
简字于官话合声字母外又增加了南音字母若干，因此在南方诸省传习的同时也引起了推行简字与同
文同治相悖的争议，“中国方言不能划一，识者久以为忧，今改用拼音简字乃随地增撰字母，是深虑
语文之不分裂而极力制造之，俾愈远同文之治也”。②

（三）其他地方的官话字母 （简字）学堂

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各地地方官办官话字母 （简字）学堂纷纷出现，成一时之势。“上年赵次帅创办
于东三省，袁慰帅通行于直隶，周玉帅推广于三江，王京卿近又遍设蒙古省城官话简字学堂，现已
大著成效。各属接连开办者不少，其成效及奏案章章见诸各报。”③ １９０６年，江苏高淳倡导开办简字
学堂，由于高淳方音与江宁等地的南音官话已难沟通，与直隶等地的北音官话更是差异巨大，而清
廷立宪在即，各地民情涌动，因此相对于中部南音官话区，南方方言区的官音传习、国语科设立在
辅助识字之外的沟通交流需求更加急迫：“我国学堂甫创未半，尚未能处处设国语一科，则又因普通
科学之未兴，而亟需浚其智识，然后乃能洽其性情也。金陵为我国行省之冠，建德尚书独见其大，
故先创简字学堂，为南畿各省倡。而目前所有学堂之省会，南京而外，若武昌、若安庆，言语皆近
官音，通国皆晓，所以不汲汲于国语一科。然自江南行，则需于官话之乡，举足而是。”④ １９０６年，
山西国语普及义塾开办。１９０７年，浙江宁波拟设国语研究会，川东官话字母学堂招生，奉天提学使
则于官话字母学堂之外复设官话字母馆和研究社。⑤

从王照在北方民间创办官话字母义塾，至南北地方政府兴办官话字母 （简字）学堂，再至将官
话字母 （简字）学堂与初初建立的师范教育、小学教育相结合，官音传习作为普及教育的利器，成
为清末学制改革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建立初期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国音的发端与中国
现代教育制度的创立具有很大程度的共生性。虽然伴随清廷覆亡，这些由地方政府兴办的官话字母
（简字）学堂多数亦随之夭折，但是这种官话字母 （简字）学堂与学校教育相伴而行的传播模式在其
后的民国时期依旧获得了继承和发展。民国初期，王璞在北京主理 “注音字母传习所”，为民国政府
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各高等师范学校 “国语讲习所”输送了最重要的师资力量，是清末南北地方兴办
官话字母 （简字）学堂传习官音的模式在民国时期继承发展的重要线索。

四、历史经验与学科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现代国音的发端、发展和确立，是近代以来富强国家、普及教育的民族思潮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领
域的折射和体现。２０世纪中国国家通用语言经历了由官话至国语再至普通话的百年历程，现代国音
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样经历了官话音、老 （新）国音和标准音三个发展阶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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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十余年，在富强国家、启发民智的社会思潮中，在废除科举、改革学制的教育革新中，官音、合
声识字和官话字母 （简字）逐渐被纳入学堂教育，现代国音由地方的、民间的语音开始向国家的、
官方的语音提升和拓展，现代国音在初步建立的现代学校教育中萌芽，并自此开启了学校作为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基地的世纪历程。２１世纪以来，语言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倾向日益凸显，语言
学研究的人文性、社会性和技术性在与不同学科的不断交叉碰撞中产生新的亮点和火花，作为现代
语言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语音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在传统语音研究的基础上，现代中国国音研究
与现代中国政治状况、教育制度研究的交叉研究，揭示了现代国音的语言学之外的政治性和社会性，
丰富了当代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一）现代国音在学校语文教育中的普及传播
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现代学校语文教育作为现代国音推广普及的基础阵地，经历了语音

规范逐步明确、辅助识字逐步完善和师资培训日渐专门化、系统化的过程。
首先，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现代学校的教学用语经历了官话、国

语和普通话的数次规定，现代国音在学校教育实践中不断明确语音规范、完善教学方法。清末的
《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各类学堂用官音教习，民国时期 《国音字典》 《国音常用字汇》所代表的老、
新国音先后成为学校国语文教学的语音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则要求全国中、小学和各级
师范学校逐步实现普通话教学。
其次，现代学校的注音识字教育经历了清末官话字母 （简字）合声识字、民国时期注音字母注

音识字和新中国汉语拼音拼音识字三种主要形式。清末的国语教育思想提出了合声简字应用于国语
教学的主张，民国时期的注音字母成为小学校国语科的重要教学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
汉语拼音更是成为小学语文辅助识字的重要教学手段。
再次，现代学校的国音培训经历了清末南北地方的官话字母 （简字）学堂、民国时期的高等师

范学校国语传习所和新中国的各级师范学校普通话培训班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清末封疆大吏兴办
的官话字母 （简字）学堂是现代国音师资培训的雏形，民国时期高等师范学校国语讲习科则将官方
和散落民间的各类国音培训机构逐渐统一于师范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高等、中等师范
学校则在担负培养中小学师资的任务的同时，协同教育行政部门逐级逐步开办北京语音训练班，现
代国音的师资培训在现代学校教育中日渐专门化、系统化。
总之，从官话至国语再至普通话，从官话字母 （简字）合声至注音字母再至汉语拼音，从各地

官话字母 （简字）学堂到师范学校国语传习所再到各级各类普通话培训班，在现代学校语文教育中，
现代国音的普及推广虽几经更迭却一脉相承，在学校语文教育中始终保持了在教学用语、辅助识字
和师资培训三个重要环节上的历史延续和时代发展。

（二）现代国音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共生性
兴办学堂、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是清末新政的 “大端”。伴随 “癸卯学制”的推行和科举制度的废

除，清政府规划了初、中、高三等和普通、师范、实业三类学堂体系，确立了学部、学务公所、劝
学所三级行政管理体系，倡导了义务、实业、女子三种教育模式，在清末短短十余年间破除了绵延
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启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较于注重经学、八股取士的科举精英教
育，现代教育制度更加强调教育受众的普及性和教育内容的实用性，让包括平民妇孺在内的更广大
人口接受基本的谋生应世的知识成为清末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面对科举时代汉字繁难、言文分离
的语文状况，语言文字作为教育工具的功能在清末现代教育制度建立过程中不断被凸显和实践，使
用一种简单易学的语文工具、尽快提高民众识字能力和知识水平成为清末的社会需求和时代思潮。
在民间酝酿多时的切音字、识字课本等以口语音为标志的语文潮流终于在清末各地兴办的新式学堂
中获得生存空间，以口语音为基础的官话解说和合声识字逐渐成为与初级教育、义务教育和女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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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现代教育模式相伴而行的教育利器，清末中国社会口语音的最强力代表———官话音，在 “癸卯
学制”改革中获得中央政府的明确承认并被要求使用于各类新式学堂。由于现代国音与现代教育制
度在普及教育、富强国家的社会运动中具有很大程度的共生性，因此在清末教育制度改革的过程中，
用于口语、行于地方的官话音在学堂教育中开始被赋予更多书面语的、官方的性质和特征，中国语
言文字的使用由传统社会的同文之治开始走向现代社会的文音并治，现代国音于此处发端并开启了
国家通用语普及传播的现代历程。
西方历史语言学兴起的动因之一是语言教学，语言学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自来与人

类生活息息相关。进入２１世纪以来，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呼声再次在学界响起，“语言学是一个学
科群”，“横跨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① 伴随现代社会的形成、国家的建立，现代国音作
为现代国家语言的核心组成部分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以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为逻辑支点，
将语音学的具体分析与现代学校语文教育的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学校设置等因素相结合，揭示现
代国音发端与清末学堂官音传习的内在联系，或将成为现代语言学与现代教育制度之间的交叉研究
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责任编辑：王华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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